
四川西昌市大厂遗址 M1、M2 发掘简报

摘要：2016 年 8 月至 10 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四川西昌市阿七乡大厂遗

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了 2 座土坑墓，出土了 20 余件陶器。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

初步判断，墓葬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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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大厂遗址位于四川西昌市阿七乡大田村一

组，地处安宁河西岸二级阶地前沿及缓坡之上，

高出安宁河河面约 40 米，距安宁河河道约 1500

米。遗址所在地地势由西向东倾斜，遗址两侧及

中部分布有东西向季节性冲沟，冲沟之间为两道

较平缓的脊梁，脊梁即为遗址主要分布区。遗址

呈东西向分布，东西长约 150、南北宽约 100 米，

总面积约 15000 平方米 （图一）。
2014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成昆

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建设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该

遗址。2016 年 8 月至 10 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西昌市文物管理

所联合进行了考古发掘，在遗址东部清理土坑墓

两 座 （分 别 编 号 为 2016SXADM1、 2016SX-

ADM2，以下简称 M1、M2）。现将此次发掘的

情况简报如下。

二 发掘情况

M1、M2 位于遗址东部，M2 位于 M1 西侧，

相距约 1.4 米 （图二）。2014 年改土对墓葬造成

较大破坏，现存墓坑均位于耕土层之下，并直接

打破生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

西 昌 市 文 物 管 理 所

图一 大厂遗址位置示意图

5



图二 大厂遗址 2016 年发掘区域及 M1、M2 位置示意图

（一） M1

墓向 337°。竖穴土坑墓，东部已被破坏。
现存墓坑开口距地表约 0.15 米。墓口南北 长

4.34、东西残宽 0.54～0.74、残深 0.3～0.4 米。
墓坑内填土为黄色粉砂土，较纯净。残存随葬品

共 7 件，均为陶器，分置于墓坑的南北两端。墓

坑内未见人骨、葬具，故其葬式、葬具不明 （图

三～五）。
出土器物 7 件，均为陶器，包括壶 2 件、带

流壶 1 件、杯 2 件、残器 2 件，且破碎严重。以

夹砂红褐陶为主，另有少量夹砂灰褐陶。陶器烧

制火候较低，可能由于烧制时氧化的程度不同，

陶色不纯，部分陶器出现外红内黑的现象。陶器

外壁均经过抹光处理，大型器物多在颈、肩或腹

部施有纹饰，包括弦纹、戳印纹、刻划纹、附加

堆纹及由前几种纹饰组成的复合纹饰等。陶器多

为手制，其中较大的器物用泥条盘筑法，部分小

型器物和附加堆纹等则直接用手捏塑而成。
陶 壶 2 件。均 残 ，

口、颈、肩局部可复原。
夹砂红褐陶。喇叭口，方

唇，长颈，鼓腹，平底。
器 形 高 大 厚 重。M1： 3，

方唇微卷，斜弧肩。颈肩

部施有两组以弦纹、刻划

纹和戳印纹组成的复合纹

饰。口 径 18 厘 米 ， 口、
颈、肩部残高 25 厘米 （图

六∶1）。M1∶6，方圆唇，斜肩。沿下至肩部之

间饰七周刻划而成的弦纹，最下两周弦纹之间饰

图五 M1 平、剖面图

1.陶器 2.陶器底 3、6.陶壶 4.陶带流壶 5、7.陶杯

图三 M1 （北→南）

图四 M1 墓坑南部器物 （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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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道不规则横向波浪形刻划纹，最下一周弦纹

下即肩部饰有两个对称的角状附加堆纹。口径

20 厘米，口、颈部残高 22 厘米 （图六∶2）。
陶带流壶 1 件。M1∶4。残，口、颈部可

复原。夹砂灰褐陶。喇叭口，方圆唇，折沿，口

部有一微上翘浅平流，长颈，斜肩。颈部施有两

组由戳印点线纹组成“<”形并密集排列的复合

纹饰，两组纹饰之间以刻划而成的弦纹分隔。另

根据碎陶片可判断为鼓腹，平底。器形高大厚

重，口径 16 厘米，流、口、颈部残高 15.4 厘米

（图六∶3）。

陶杯 2 件。均残，可复原。夹砂红褐陶。
侈口，尖圆唇，深腹微鼓，平底。外壁抹光。
M1∶5，肩腹部饰以一周刻划而成的弦纹。口径

13.8、腹径 14、底径 8.8、通高 13.4 厘米 （图

七∶1）。M1∶7，沿下颈部施有一对称长约 4 厘

米的斜向橄榄形附加堆纹，附加堆纹表面通过压

印而呈锯齿状。口径 10.6、腹径 10.6、底径 7、
通高 13.8 厘米 （图七∶2）。

残陶器 2 件。仅存器底或颈肩部。M1∶2，

残，仅存腹、底局部。夹砂红褐陶，外壁经过抹

光处理。外壁局部可能因烧制时的火候不均而呈

黑褐色。鼓腹，平底。残存部分均为素面。残高

30、腹径 34、底径 13.6 厘米 （图八∶1）。M1∶1，

残，仅存颈、肩、腹局部。夹砂红褐陶。长颈，

斜肩，鼓腹。外壁经过抹光处理，颈部施有五组

以斜向排列的戳印点线纹组成的带状纹饰。肩部

施有以刻划纹、戳印纹组成的复合纹饰，复合纹

饰中部刻划出留出边长约 3～4.5 厘米的连续倒

立三角形，三角形内部未施纹饰。残存部分高

30、腹径 36 厘米 （图八∶2）。

（二） M2

墓向 344°。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仅存

墓坑底部。现存墓坑开口距地表约 0.15 米。
墓口南北长 3.2、东西残宽 1～1.04、残深 0.22

米。墓坑内填土为黄色粉砂土，较纯净。残存随

葬品共 20 件，均为陶器，分置于墓坑的南北两

端。墓坑内未见人骨、葬具，故其葬式、葬具不

明 （图九～一二）。

图六 M1 出土陶器

1、2.陶壶 （M1∶3、M1∶6） 3.陶带流壶 （M1∶4）

图七 M1 出土陶杯

1.M1∶5 2.M1∶7

图八 M1 出土陶器

1.器底 （M1∶2） 2.陶器 （M1∶1）

图九 M2 （北→南）

四川西昌市大厂遗址 M 1、M 2 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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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M2 平、剖面图

1、2、5、7、17、19.陶器底 3、14、15.陶壶 4、11.陶盏 6、18.陶杯
8、16.陶敛口罐 9、20.陶碗 10.陶钵 12、13.陶侈口罐

随葬品残存 20 件，包括壶 3 件、敛口罐 2

件、侈口罐 2 件、杯 2 件、盏 2 件、碗 2 件、钵

1 件及残器底 6 件，均为陶器，且破碎严

重，多不能复原。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

另有少量夹砂灰褐陶，烧制火候较低，陶色

不纯，部分陶器出现外红内黑的现象，外壁

均经过抹光处理，大型器物多在颈、肩或腹

部施有纹饰，包括弦纹、戳印纹、刻划纹、
附加堆纹及由前几种纹饰组成的复合纹饰

等。陶器多为手制，其中较大的器物用泥条

盘筑法，部分小型器物和附加堆纹等则直接

用手捏塑而成。

陶壶 3 件。均残。器形高大厚重。夹砂红

褐陶或灰褐陶。喇叭口，方唇，长颈，鼓腹，平

底。外壁抹光，颈、肩部饰有刻划或戳印纹。
M2∶3，夹砂红褐陶。方圆唇，折沿，长颈近

直，斜弧肩。颈、肩部共施有三组由弦纹和斜向

交错刻划纹组成的复合纹饰。肩部复合纹饰下方

饰有两个对称乳凸状附加堆纹。口径 18.6、腹径

34、底径 13.6 厘米，口部至腹部残高 32 厘米

（图一三∶1）。M2∶14，夹砂红褐陶。方圆唇，

斜弧肩，深腹，腹最大径位于肩腹部。颈、肩部

分别施有一组由弦纹和斜向交错刻划纹组成的复

合纹饰。口径 16、腹径 32、底径 12、通高 44 厘

米 （图一三∶3）。M2∶15，夹砂灰褐陶。方圆

唇，斜弧肩，深腹微鼓，腹部最大径位于腹部中

部偏上。颈、肩部部分别施有以弦纹和戳印纹组

成的复合纹饰，其中肩部复合纹饰中

留出一周波浪形空白带未施加纹饰。
口径 16、腹径 32、底径 11 厘米，口部

至下腹部残高 40 厘米 （图一三∶2）。
陶敛口罐 2 件。均残。夹砂红褐

陶。敛口，斜肩，鼓腹，平底。腹部

施有复合纹饰。M2∶8，尖圆唇。沿外

壁和腹部均施有长方格戳印纹，其中

腹部以长方格戳印纹组成连续层叠的

波折状纹饰。口径 10、腹径 16.6、底

径 8、通高 14.2 厘米 （图一四、一六∶
1）。M2∶16，圆唇，斜弧肩。肩腹部

外壁均施有由刻划纹和附加堆纹组成的复合纹

饰。口径 10、腹径 17、底径 7、通高 15.4 厘米

图一〇 M2 墓坑南部器物 （俯视）

图一一 M2 墓坑北部器物 （俯视）

图一三 M2 出土陶壶

1.M2∶3 2.M2∶15 3.M2∶14

调查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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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五、一六∶2）。
陶侈口罐 2 件。均残。夹砂褐陶。侈口，

圆唇，鼓腹，平底。颈、肩或腹部饰有刻划或戳

印纹饰。M2∶12，夹砂红褐陶，局部因烧制时

的火候不均而呈灰褐色。方圆唇，宽沿近平，斜

弧肩，腹部最大径位于腹中部。沿内壁饰有一周

以刻划纹组成的三角形复合纹饰。颈、肩、腹部

均施有以弦纹和刻划纹组成的复合纹饰，其中腹

部复合纹饰内刻划出平行排列的菱形图案，图案

内未施加纹饰。口径 19.8、腹径 21.4、底径 7.8、
通高 22.4 厘米 （图一七∶1）。M2∶
13，夹砂灰褐陶。尖圆唇，鼓肩，深

腹。最大径位于肩部。颈、肩及上腹

部饰有斜向不规则排列的短线刻划纹。
口径 20.6、腹径 22、底径 10.6 厘米。
口至腹部残高 16 厘米 （图一七∶2）。

陶杯 2 件。均残。夹细砂褐陶。
侈口，圆尖唇，深腹微鼓，平底。素

面。M2∶6， 夹 细 砂 红 褐 陶。口 径

10.2、腹径 9.6、底径 7、通高 10.8 厘

米 （图一八∶1）。M2∶18，夹细砂灰

褐陶。口径 13.6、腹径 11.6、底径 5.4、
通高 11 厘米 （图一八∶2）。

陶盏 2 件。均残。夹细砂红褐

陶。敞口，圆尖唇，斜直腹，但上腹

局部微鼓，平底。素面。M2∶4，口径

11.2、底 径 8.2、通 高 5 厘 米 （图 一

八∶4）。M2∶11， 口 径 19.4、底 径

16、通高 7.2 厘米 （图一八∶7）。
陶碗 2 件。均残。夹细砂红褐

陶。敞口，尖圆唇，斜直腹，平底。
素面。M2∶9，口 径 17.8、底径 8.2、
通高 10 厘米 （图一八∶5）。M2∶20，

口 径 20.4、底 径 8.2、通 高 8.3 厘 米

图一六 M2 出土陶敛口罐

1.M2∶8 2.M2∶16

图一四 出土陶敛口罐 （M2∶8） 图一五 出土陶敛口鼓腹罐 （M2∶16）

图一七 M2 出土陶侈口罐

1.M2∶12 2.M2∶13

四川西昌市大厂遗址 M 1、M 2 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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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八∶6）。
陶钵 1 件。M2∶10，残。夹砂红褐陶，黑

色陶胎。敛口，弧腹，平底。腹部饰有 3 处横向

条形附加堆纹。口径 19.6、底径 9.8、高 9.8 厘米

（图一八∶3）。
陶器底 6 件。夹砂褐陶。均为平底。M2∶

1，仅余下腹及底部局部。夹砂灰褐陶。下腹斜

直。底径 12、残存腹径 24、残高 14.6 厘米 （图

一九∶1）。M2∶2，仅余下腹及底部局部。夹砂

灰褐陶。下腹近直。腹径 9.4、底径 9、残高 4.4

厘米 （图一九∶2）。M2∶5，仅余部分残片。夹

砂灰褐陶。底径未能复原 （图一九∶3）。M2∶
7，仅余下腹及底局部。夹砂红褐陶。下腹斜直。
素 面。底 径 9.8、残 高 3 厘 米 （图 一 九∶4）。
M2∶17，仅余下腹和底部局部，及少许残片。
夹砂红褐陶。下腹弧形内收至平底。腹部及部分

残片上可见以刻划纹和戳印纹组成的复合纹饰。

残存腹径 26、底径 11、下腹

局 部 及 平 底 残 高 10.4 厘 米

（图一九∶5）。M2∶19，仅余

下腹及底局部。夹砂灰褐陶。
下腹微鼓。素面。底径 8、残

高 6 厘米 （图一九∶6）。

三 结语

此次发掘清理的两座土坑

墓，尽管在清理前均已受到严

重破坏，但出土了 20 余件陶

器，为分析和判断墓主信息、墓葬年代等方面提

供了一定的线索和依据。
M1、M2 在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等方面均具

有一定的相似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位置

相邻，现存开口层位相同，墓坑大小、深浅及墓

向相近；随葬器物仅见陶器，并分组摆放于墓坑

南北两端；随葬陶器多为夹砂红褐陶，另有少量

夹砂灰褐陶，未见泥质陶器；陶器器表均经抹光

处理，除少量小型器物如杯、碗、钵、盏等未施

或仅施简单纹饰 （如弦纹、条形附加堆纹） 外，

其余器物多在颈、肩或腹部施有刻划纹、戳印

纹，或以前两种纹饰为基本纹饰单元组成的复合

纹饰均为平底器，未见圈足、三足器。综合以上

信息判断，M1、M2 的年代应相同或相近，墓主

社会地位相近。
M1、M2 出土的 20 余件陶器，在陶质陶色、

器型、纹饰等方面均与德昌县董家坡遗址 ［1］早

期地层和遗迹内出土的陶器 （陶片）

较为相似，且 M1、M2 所在的大厂

遗址与董家坡遗址均位于安宁河西

岸，两地相距仅约 30 千米。由此判

断，M1、M2 的绝对年代可能与董家

坡遗址早期地层及遗迹年代相近。根

据董家坡遗址发掘简报， ［2］该遗址

早期地层及遗迹年代距今约 4400～
4000 年，由此推测，M1、M2 的年代

亦应在距今 4000 年左右。

图一八 M2 出土陶器

1、2.杯 （M2∶6、M2∶18） 3.钵 （M2∶10） 4、7.盏 （M2∶4、M2∶11） 5、
6.碗 （M2∶9、M2∶20）

图一九 M2 出土陶器底

1.M2∶1 2.M2∶2 3.M2∶5 4.M2∶7 5.M2∶12 6.M2∶19

调查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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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所清理的两座墓葬，是安宁河流域新石

器时代时期考古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两座墓葬在

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等方面即有礼州遗址 ［3］早

段即西昌横栏山文化 ［4］因素特征，同时在纹饰

等方面则表现出另一种以刻划纹、戳印纹为基本

组成单元的复合纹饰，即有学者将其命名为“衬

花”纹饰 ［5］为显著特点的不同文化因素特征，

可能正反映出多种不同文化因素或体系、族群在

安宁河流域的相互影响、交汇和融合。两座墓葬

的清理，将进一步丰富安宁河流域早期考古材

料，并为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安宁河流域早期社会

经济形态、文化面貌、埋葬习俗等提供新的线索

和资料，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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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9 年四川德昌县董家

坡遗址发掘简报》， 《南方民族考古》 第 7 辑，第

495～525 页，科学出版社，2011 年；

b.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10 年四川德昌县董

家坡遗址发掘简报》，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等：

《安宁河流域古文化调查与研究》，第 317～349 页，

科学出版社，2012 年。

［2］ 同 ［1］。

［3］ 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 《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

时代遗址》，《考古学报》 1980 年第 4 期。

［4］ 江章华：《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试析》，《四川文

物》 2007 年第 5 期。

［5］ 王仁湘：《西南地区史前陶器衬花工艺探讨》，《四

川文物》 200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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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耳坡遗址蛮子沟墓地以竖穴土坑、流行板状耳

的双耳罐的文化特征完全不同，两者应属于不同

性质的考古学文化。从蛮子沟墓地出土随葬品的

器物组合、特征来看，它与雅砻江流域的考古学

文化关系密切，如陶双耳罐、铜柄铁剑、铜剑鞘

首、扣饰、铁器等均为川西石棺葬中出土的常见

器型，尤其是在耳部和腹部施戳印纹的圈足双耳

罐与盐源地区出土的双耳罐形态完全一致。［6］

总之，羊耳坡遗址蛮子沟墓地是首次在安宁

河流域发现与大石墓遗存时代接近却属不同性质

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墓地内墓葬排列有序，打破

关系较少，器物组合稳定清晰，器物特征显著，

其考古学文化面貌具有典型性特征。羊耳坡遗址

蛮子沟墓地的发掘对理清盐源青铜器物群的脉络、
重新认识战国至西汉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格

局、探索川西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

及西南夷民族的形成与迁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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